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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学与解释学

何卫平

摘要：西方解释学与修辞学的传统关系密切，而古老的论题学曾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可是后来，尤其在近
代以来它逐渐为人们淡忘了，尽管如此，其意义和精神却并没有彻底消失。伴随着２０世纪修辞学的复兴，

它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记忆中，首先在法学领域受到重视，又影响到整个精神科学领域包括解释学。伽达
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隐含这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个学术背景之下进行深入挖掘，从修辞学与论题学的
关系、论题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出发，然后推进到解释学与论题学关系的分析，揭示出这样一些基本观点：解
释学具有论题学的取向，它融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于一身，并和实践哲学相联系，从论题学入手可以帮
助我们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哲学解释学的本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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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百年来各种流派相互论争、融合的产物①。笔者曾
在不同场合下提到上个世纪初以来西方大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在新康德主义之后有四个复兴，即
本体论的复兴、实践哲学的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修辞学的复兴，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这四个复兴都同海德格尔有关，并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里得到了集中的反映。而当代西
方修辞学的复兴伴随着论题学的复兴，在古代，论题学与修辞学有着内在的关联，它和解释学的关系
更为具体、更为直接。探讨解释学与修辞学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到解释学与论题学的关系，这是哲学
解释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一个方向，在国外早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个方面②，而这也同当代欧陆哲学的
语言转向分不开。
笔者曾在《从修辞学到解释学》③一文中提到过解释学和论题学的关系，但由于主题的限制未能

集中、全面地展示。当然伽达默尔本人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他直接讲得并不多，也不集中。国内
法学领域对国外论题学的研究成果有热烈的响应，但解释学领域对此却回应不足。据笔者所知，汉语
学界对解释学与论题学关系的注意，首先是台湾已故著名学者、伽达默尔的弟子———布伯纳教授的学
生张鼎国博士④。他以慧眼触碰到这个主题，遗憾的是尚未来得及作深入、具体的探讨，而这成了本
文努力要做的工作。本文将围绕着修辞学与论题学、论题学与辩证法以及论题学与解释学的关系展
开，下面我们先从相关的学术背景谈起。

一、学术背景交待

当代西方修辞学复兴包含古老的论题学的复兴，它最先在法学领域中出现。这一复兴与两位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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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物的名字分不开：一个是德国法学家特奥多·菲韦格（Ｔｈｅｏｄｏｒ　Ｖｉｅｈｗｅｇ，１９０７ １９８８）；另一个是
当代波兰裔的比利时哲学家、法学家钱姆·佩雷尔曼（Ｃｈａｉｍ　Ｐｅｒｅｌｍａｎ，１９１２ １９８４）。前者是德国“美茵
兹学派”的代表，后者是“新修辞学派”的代表。他们所探讨的修辞学与论题学的落脚点都是法学，但其意
义却远远超出了法学的范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伽达默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当他谈修辞学与解释
学关系时，实际上涉及到了解释学与论题学的关系（详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无论菲韦格还是佩雷尔曼，他们都深受近代意大利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维柯的影响，都力图要恢

复自维柯以来已逐步被忽视乃至被取消了的修辞学的论题学，并重新追溯到它在古代的传统，而且结
合今天的情况来加以发展。菲韦格早在１９５３年就发表了著名的《论题学和法学》，该书虽然篇幅不
大，却打开了一个重要世界的窗口。
众所周知，维柯首先是作为一个修辞学教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从事教学的，他在著名的《论

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区分了近代的批判法（ｃｒｉｔｉｃａ）和古代的论题法（ｔｏｐｉｃａ）①。在近代即维柯那
个时代，批判法占据主导地位，它来自于数学，首先是由笛卡尔所倡导的方法，它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
榜样，追求一种公理－演绎体系，它是分析性的。由于在近代批判法受到追捧，而论题法受到了贬抑，
甚至被束之高阁，这在维柯看来是不应该的。他认为，论题的发现在本质上先于对它的真理性的判
断，因此，在人的教育方面，论题法的培养应该先于批判法。这里的“先”是时间上和逻辑上的，而不是
等级上的。维柯区分了“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所谓“第一真理”与普遍的必然性有关，放之四海而
皆准；所谓“第二真理”与或然性、似真性有关，是针对可变的情况或境遇的②。在这篇大学的开讲辞
中，他不仅谈到了古代论题学的恢复问题，而且还专门谈到了法学③（需要指出的是，维柯本人不仅是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修辞学家、语文学家、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著有《普遍法》等法学
方面的著作，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论法学”一章所占的篇幅最大），这里已流露出二者之间
联系的思想端倪，强调在法学方面要用到论题法④，它启发了后来的菲韦格并通过菲韦格启发了佩雷
尔曼⑤，他们的新贡献在于将二者———修辞学意义上的论题学与法学———更加具体地结合起来了。
虽然维柯最早区分了笛卡尔的分析法和古代的论题法，并表述为他那个时代的一种研究方法上

的“古今之争”，但其中提出来的问题却一直未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直到菲韦格、佩雷尔曼等人才有
了根本的改变，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区分的意义并将其率先应用于法学，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们从维
柯追溯到西塞罗，然后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打通了这个道统，从而确立了其思想创造的合法性。我
们知道，比亚里士多德稍晚的欧几里德几何学奠定了西方人追求严格演绎体系化的学术取向之基础。
然而这在古代乃至中世纪只是学术追求的一个取向，可到了近代的笛卡尔却将其确立为一种占统治
地位的方法，即所谓的“批判法”，它与修辞学的“论题法”相对。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建立与方法论的
反思，使得人们愈来愈相信这种公理演绎体系的方法应当成为一种普遍要求，这显然是片面的。例
如，在实践性很强的法学领域，如果完全按照演绎三段论的论证方式去行事，不可能不碰壁。
当然维柯只是不满于用批判法来代替一切，他无意在批判法和论题法之间造成对立，而是强调二

者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短板，它们应当统一起来，一起构成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因为至少在古代
（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们是融贯统一的。修辞学或论题学涉及到实践智慧，它体现为一种判断
力⑥，它们所沿袭的是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古代遗产。然而作为近代的唯理论者，笛卡尔却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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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遗产。他基于这样的信念：在各门学科中，只有数学可以避免虚假或不确定的观点，也就是说，数
学远比一切其他科学更加确实可靠，因为它的对象是纯粹的，不会误信经验中不确切的东西，它是理
性演绎的结果，清楚明白，因而成了笛卡尔心目中科学的典范。他甚至声称，探求真理的人，如果不能
获得像数学那样精确明白的知识，就不应当去考虑它①。而古代的论题学方法与意见、常识（共通感）
以及或然性、似真性相联系，与对话或论辩相联系，它按照论题学的标准来交换观点，尤其是要用到一
种修辞论证，它是对逻辑三段论的补充、应用、丰富和拓展。
无论菲韦格还是佩雷尔曼，他们都将修辞学或论题学与一种逻辑的推论联系起来了，只是对于他

们来说，逻辑有形式的和非形式的不同，它的源头当然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法和辩证法的区分。不过
需要指出来的是，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修辞学”并非没有差
别，它沿着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分析法和辩证法之分，将辩证法和修辞学结合起来了，扩大了修辞的对
象，对“古典修辞学”作了某种改造，这是其“新修辞学”的“新”之所在②，同时也表明了它对古典修辞
学的发展和推进。这种发展和推进主要表现为对象的扩大，使之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
从菲韦格的论题学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由于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恢复和发展了一种亚里士多德

的传统，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新亚里士多德派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和同时代的伽达默尔是一样的。

二、修辞学与论题学

交待了相关的学术背景，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论题学以及它和修辞学的关系。在西方，“论题”
属于古老的修辞学概念。在修辞学中，论题学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古代修辞学的核心内容③。“论题
学”这个名称是由亚里士多德所赋予的，主要出自他的《论题篇》（Ｔｏｐｉｋａ）和《修辞学》中。“论题学”
（Ｔｏｐｉｋ，又译为“正位法”）关系到论辩，“论题”④一词在古希腊文中最初的意思是“地点”或“位置”
（ｐｌａｃｅ），后来指谈话中往返出现的议题，但在《工具论》中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地界定它⑤，不过按
照古罗马的西赛罗的解释，它指的就是论证范围和开始的地方或地点⑥。而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
德根据《论题篇》对论题法则作了这样一个描述：围绕相关的演讲主题（论题）收集相关的论据、题材，
尽可能多、尽可能充分、尽可能贴近演讲的主题，它要更多体现个性而不是共性⑦。由此可见，论题法
也就是发现论题的论证艺术，而“论证就是一个在某些存疑的事情上由此形成确信的推理过程”⑧。
虽然论题学和逻辑学都突出的是论证，但它们的前提不一样，逻辑学（主要指演绎三段论）的前提是真
实可靠的、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而论题学则是从普遍的常识或意见（包括公众和权威的意
见）出发，来进行论证或推论，只要不违背矛盾就行了。亚里士多德将推理看成是一种论证，进而区分
了证明的推理和辩证的推理，前者涉及分析法，后者涉及辩证法；分析法是逻辑学的，而辩证法是修辞
学的，辩证推理属于论辩活动，所以它是论题学研究的对象。
论题学探讨的就是依据普遍意见或常识作前提的推论。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前提的性质，它构成

了结论的理由，那么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论题的分类。对此，亚里士多德作了初步的归纳，主要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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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特性、定义、属和偶性。在他看来，任何命题都要由这四个因素构成，由此又进一步引出论题
的目录学①。菲韦格解释道：“论题学收集观点，最终将它们汇总成为目录，这个目录并不受演绎推导
关联结构的左右，因此特别容易扩充和补充。”②后来古罗马的西塞罗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论题学”
的探讨，他也著有与亚里士多德同名的《论题篇》，虽然在学术水平上比不上亚里士多德，但其论述更
加简明、清楚，比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在历史上影响更大③。所以无论维柯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
方法》中还是菲韦格在《论题学与法学》中，更多引证的是西塞罗的《论题篇》。
谈“论题学”，法学具有典型性，因为法学主要是一门实践知识，这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的词源分析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实际上指的是法律实践知识或法律实践智慧，与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存在细微差
别，后者更偏向“理论知识的法学”④。法学虽然不排斥普遍知识，但却离不开关注个别事情，它和经
验、归纳相联系，具体来说，法学家主要根据经验从特定的案件、事件和问题中推出有现实效果的结
论，在这里它并不从一般原则出发演绎出普遍、必然的规律，而是注重个别事物的意义。亚里士多德
的《尼格马可伦理学》谈到了这一点，而且它含有法学和政治学的内容。以此为根据，菲韦格明确了
“公理学”与“论题学”的区分⑤，他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述的。
论题学同西方古代及中世纪的人文主义教育相联系，它在古典教育的“七艺”———语法、修辞、辩

证法（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中处于前三艺的核心部分，并和“七艺”一起构成古典教育的
遗产⑥。前“三艺”（Ｔｒｉｖｉｕｍ）源自古希腊智者派，后“四艺”（Ｑｕａｄｒｉｖｉｕｍ）源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后
来在中世纪被合称为“七艺”，即七门自由艺术，它们构成了相对于神学的世俗学科。但前“三艺”着重
于人的正确思想和表达，它们都和语言有关，体现为一种交谈的技艺；后“四艺”着重于现实世界（主要
是自然界）的探索。它们都与外物的规律有关，体现为一种认识的技艺，从教育来看，前“三艺”可视为
是古典教育，后“四艺”可视为是实科教育⑦。这里含有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划分的滥觞，后来它
们的内容不断改变和扩大，逐步演变成我们今天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群。
不过到了近代，随着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认识论的兴起并占上风，修辞学受到了打压。被称为

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认为，修辞所体现的只是一个人的机智，但并不是研究的成果，一个人只要有
很强的理性推理的能力，哪怕没有学过修辞学，照样能使人信服⑧。康德放弃了修辞学意义上的论题
学（正位论），这从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段话的口气就可以看得出：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概念，把许多知识归属于其下的每一个条目，都称之为一个逻辑的方
位。在这上面就建立起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正位论，当时的教师和演说家能够用它在思
想的某些条目下中检视什么是最适合于现在材料的，并对之进行具有表面彻底性的推想和
滔滔雄辩⑨。

这里的“正位论”就是Ｔｏｐｉｋ（我们采取“论题学”的译法），此处所谓“正位论”有确定论题的方位的意
思。只有维柯保留了论题学的传统，他认为，没有论题学就不可能确定论题的方位瑏瑠。不过即便在古
代，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析法与论题法，但他更看重的是分析法。到了近代，笛卡尔结合逻辑和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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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几何学）突出了分析法，更加忽视了论题法，逐使后者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期间，唯
有意大利的维柯是少见的仍保留了古代人文主义这一遗风的哲学家，他与笛卡尔针锋相对，为捍卫修
辞学的论题学（ｄｉ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Ｔｏｐｉｋ）的地位而呐喊，但孤掌难鸣，终究保不住进入启蒙时代以后整个
修辞学（包括论题学）江河日下的颓势，直至２０世纪中叶才开始全面复兴。

三、论题学与辩证法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西方古典哲学修辞学是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前者是开创者，
后者是集大成者。柏拉图有两篇论修辞的对话：《高尔吉亚篇》和《菲德罗篇》。前者是从消极、负面的
角度看修辞学，后者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看修辞学。受其影响，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析法和辩证法，
分析法主要体现为在某一前提下，必然推出某种有效的结论，如三段论；而辩证法主要用于论辩中的
说服，它与前者有联系，但又不相同：联系之处在于使人信服；区别之处在于辩证法针对的是能直接地
相互回应、进行反驳的论辩，这中间当然离不开修辞。根据德国著名学者帕格勒的讲法，这种意义上
的辩证法，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类似修辞的一种能力①。所以就这一点来讲，修辞学从属于辩
证法，但二者的差别在于修辞学主要是针对公开场合下的演讲、对公众的说服和使相信、使认同，这里
面所涉及到的技能和技艺主要属于修辞学的范畴，这是亚里士多德作的划分。由此看来，修辞学、辩
证法和逻辑学之间有交集，在古代它们三者的界线并非是泾渭分明的，“辩证法”在斯多葛派和整个中
世纪是“逻辑”的同义词②，它在拉丁文中就有“逻辑”（ｌｏｇｉｃ）的含义③。佩雷尔曼抓住了这一点，他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体现为形式逻辑的分析法和体现为非形式逻辑的辩证法都纳入到修辞学中④，从
而扩大了被现代理解得非常狭窄的修辞学领域。
我们知道，“辩证法”一词在西方古代的意思复杂多样。在柏拉图那里，它当然与苏格拉底的精神

“接生术”———问答法有关，除此之外，它还有别的意思，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将它作为
哲学的中心和最高的表达，他所关注的是思想的证明或论证（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在后者的眼里，辩证法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或论证，不是基于真实和原初的前提，而是根据多数人或有智慧的人的意见，
因此，亚里士多德最终更看重的是逻辑分析，而不是这种意义上的辩证法⑤。
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个时代，还没有出现后来的“逻辑”一词，被赋予后来的逻辑含义要等

到公元２００年的阿弗罗迪西亚的亚厉山大。亚里士多德本人所理解的“逻辑”是“分析”。根据后人的
研究，他的《工具论》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１）《前分析篇》；（２）《后分析篇》；（３）《论题篇》和
《辩谬篇》。至于《范畴篇》和《解释篇》可视为导论。其中《分析篇》主要涉及逻辑三段论的各种形式，
而不管论题方面的内容⑥，换言之，逻辑只关涉形式，而论题则要关涉质料。从内容上看，《分析篇》属
于纯形式逻辑的部分，而《论题篇》和《辩谬篇》属于非纯形式逻辑的部分，《辩谬篇》可视为《论题篇》的
续篇。在《工具论》中，《论题篇》与其他通常被称为逻辑学的论著是放在一起的，只是它关涉的是论辩
术，进而与修辞学相通。同时，它也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辩证法的领域。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
所说的“辩证法”指的是“论辩术”，后来的西塞罗也将论题学理解为一种论辩的实践，这是对亚里士多
德的继承⑦。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修辞学中的论证，而不是煽情，这就突出了它和逻辑学的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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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区分了证明的领域和辩证的领域，前者属于真理的领域，后者属于意见的领
域，而“意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不同于巴门尼德，它并非是与真理对立的谬误或虚妄，意见
有真假之分。可见这里逻辑学、辩证法和修辞学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涉及到推理，而推理在亚里士多
德那里又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科学推理和论辩推理①。
后来的佩雷尔曼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点。他看到，在精神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着价值

判断或抉择，它不可能完全依照严格的形式逻辑来处理，这就需要修辞学来应对。他与人合著的《新
修辞学》（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的副标题就是“一种论证的理论”（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这里显
然将“新修辞学”与一种“论证”联系在一起，因为修辞学自古以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说服，使相信。佩
雷尔曼一开始就区分了“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②，前者指的是“证明”，后者指的是“论
证”。当然这主要是佩雷尔曼的区分（并非没有争论），他在自然科学的证明和精神科学的论证之间划
了一个界线。
总之，佩雷尔曼仍然将修辞学作为一种逻辑来对待。只是它是非形式的逻辑，而不是纯形式的逻

辑，它要面对具体的内容、质料，包括价值等因素，它在法学方面要涉及到法律的应用。这种应用是具
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必须要针对个别情况，法官在审判个别案件时，需要将普遍的法律与具体的案
件相结合，达到一致和协调，这需要法官的解释，这种解释要能说服人，这就同修辞学挂上了钩，而修
辞更多体现为一种实践智慧。
佩雷尔曼注意到当代逻辑研究已经由语形学扩大到语义学和语用学，但能否将修辞纳入进来，能

否建立一种可以通过推理和证明的价值判断的逻辑，这是一个问题。他后来承认价值判断的逻辑不
存在，但由此却引出新的发现，那就是推理工具除了有形式逻辑中的分析推理外，还有论辩中的辩证
推理，后一个领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包含辩证法和修辞学的融会和交织，只是在《论题篇》中未出现
“听众”一词，而《修辞学》中“听众”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然而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
多德的分析推理和辩证推理却被遗忘了，这两种推理都被称为辩证法，修辞学则被限于严格说来不是
推理的劝说性的交际形式，最后沦为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它作为一种哲学的分支慢慢消失了。再后
来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分析法基础上的现代形式逻辑发展起来了，而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却被遗忘
了，因此佩雷尔曼要在“修辞学”名义下予以恢复：一方面要将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推理与修辞学相联
系；另一方面要将它与逻辑学相联系，以消除仅仅将修辞学理解为一种文学的修饰手段③。所谓上个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修辞学的复兴”乃是这个意义上的，它是古典修辞学复兴，或者说，哲学修辞学
的复兴。伽达默尔说过，这种意义的“修辞学属于最早的希腊哲学”④。值得注意的是，佩雷尔曼曾为
到底是选择在“辩证法”的名下，还是在“修辞学”名下来从事这项恢复工作颇费踌躇和纠结。他后来
之所以没有选择“辩证法”，而选择了“修辞学”（他称为“新修辞学”），乃是因为“辩证法”在现代影响最
大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已具有了与古代非常不同的意义，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误解，而这也正好说明
了在古代两者之间的联系。
鉴于以往法学领域中的逻辑三段论的不足，佩雷尔曼希望用他所谓的“新修辞学”来加以补救，这

并不意味着他要根本否定形式逻辑，这是不可能的。形式逻辑的刚性，必须要有修辞学的柔性来加以
调节和平衡。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实际上有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结合的趋
势，以走出大陆法系的逻辑三段式的机械论倾向，它与英美法系中所看重的判例法有亲近之处。我们
知道，判例法（ｃａｓｅ　ｌａｗ）属于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崇尚成文法（制定法）不一样，判例法强调“遵循先
例”的原则，它基于这样的思想：一切现行的法律都是不完善的，它有赖于法官根据具体实际的案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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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解释。在这里，司法者的作用也就是法官的作用更受重视，它所形成的案例判决对今后的司法
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相对来说，大陆法系更突出立法者的作用，而英美法系更突出法官的作用；大陆
法系更多秉持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原则，而英美法系更多秉持的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原则。由于判例
法不是由法律制定机关制定的，而是由法官创造的，所以判例法又称法官法，法官处于司法活动的第
一线，他们面对的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不可能简单地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判例法之
所以盛行于英美，这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我们知道，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故乡，美国是实用主义的故
乡，经验的归纳受到普遍重视，而大陆，尤其是德国主要是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即使康德有调和经验
论和唯理论的倾向，也主要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来进行的），它更偏重成文法或制定法。而断案的过
程是一个法律解释、应用和调适的过程，从广义上讲，就是一个法律解释的实践活动，这里绝不只是一
个简单的三段式的推演，它还有一个为修辞学的逻辑（ｒｅｈｅｔｏｒｉｓｉｅｒｅｎｄｅ　Ｌｏｇｉｋ）所占据的广大空间，这
是佩雷尔曼要重新引进的，而判例法典型地体现了法律的应用，这个应用包含有法官结合具体案例的
创造，它是通过解释来实现的。当形式逻辑与新修辞学结合时，能够很好地应用于法律实践，这是佩
雷尔曼在当今法学界影响很大的原因。它兼顾到多元价值判断以及它们之间的平衡，这至关重要。
当伽达默尔谈到解释学的实践和应用时，经常以法学为例子并提到佩雷尔曼及其学派绝不是偶然的。
例如他说，法律条文的应用需要解释，并且包含了解释，因此司法实践、先例或执法一直都有一种法律
创造的功能①。
总之，传统的论题学与辩证法有交叉关系，而辩证法包含有逻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在亚里士多

德那里具备准逻辑的特色，甚至是逻辑学的分支，至少在他的《工具论》中是这样处理的。而现代的佩
雷尔曼在这方面主要是做了某种创造性的恢复和推进的工作而已。

四、解释学与论题学

从上所述，当代论题学的复兴与菲韦格和佩雷尔曼的杰出工作分不开，他们的研究不仅在法学领
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为西方当代哲学解释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更加充分的依据。佩雷尔曼
的新修辞学也强调对话，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准逻辑，一种对话逻辑、论辩逻辑，这显然有亚里士多德
《论题篇》的影响，这种逻辑更多的与日常语言的使用相联系。
伽达默尔在菲韦格《论题学与法学》发表之前就已注意到了属于修辞学范围的论题学与解释学之

间的关系②。我们知道，西方解释学与修辞学传统密切相关，而修辞学又与论题学密不可分，因此在
考察解释学与修辞学的关系时，不能不考察解释学与论题学的关系。而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已通过论
题学来具体阐发解释学与修辞学的关系了，例如，伽达默尔的学生奥托·帕格勒（Ｏｔｔｏ　Ｐｇｇｅｌｅｒ）甚至
称要用论题学来代替解释学③。按照他的说法，论题学并不是狭义的科学，而是“前－科学”，或者说
是返回到与“生活”“实践”“自然语言”相联系的科学④，这一点与解释学相一致。
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与修辞学的复兴几乎同时，而且都与亚里士多德撇不开干

系。伽达默尔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视直接受惠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他曾说，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
吸取不是从其《形而上学》开始的，而是从其《修辞学》和《伦理学》开始的⑤。它影响了伽达默尔本人

３３

论题学与解释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ＩＩ：真理与方法》，第４１８页；Ｇａｄａｍｅｒ，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ｉｎ　Ｐｌａｔｏｎｉｃ－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ｘｘｘｉ．
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３５页。

参见张鼎国：《诠释与实践》，第１７２页，注２６。

参见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　ｕｎｄ　Ｄｉａｌｅｋｔｉｋ，Ａｕｆｓｔｚｅ　ＩＩ，ｈｒｓｇ．ｖｏｎ　Ｒüｄｉｇｅｒ　Ｂｕｂｎｅｒ，Ｓ．３０４．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ｅｄ．ｂｙ　Ｊｅｆｆ　Ｍａｌｐａｓ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ｕｔｈ　Ｇａｎｄｅｒ，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２０１５，ｐ．４７２．另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黄瑞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的治学方向，这不仅在实践哲学，而且也在修辞学———包括论题学———方面。基于这样的背景，伽达
默尔对于新亚里士多德派的法学家菲韦格和佩雷尔曼的成果的重视就不是偶然了。他说，菲韦格在
法学中引入“论题学”这一古老的修辞学概念是一种新的思考，它具有某种解释学的意义，同时他也提
到与之相关的英国的“案例法”（Ｃａｓｅ　Ｌａｗ）；对于佩雷尔曼，伽达默尔的评价更多。他说，佩雷尔曼作
为法学家复活了“论题”作为一种修辞学过程的结构和意义的古老观点，对哲学解释学作出了有价值
的贡献①。他甚至称自己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在表达上是倾向于修辞学的，这方面他从佩雷尔曼
的著作中找到了确证②，这其中当然包括“论题学”。他还指出，修辞学的传统在德国１８世纪（赫尔德
除外）中断了，但它却在美学和解释学领域中保留了下来，与自然科学的独白相反，今天的修辞学和法
理学出现了对抗这种独白的倾向，这在佩雷尔曼及其学派中表现出来了③。以上所有这些引述都表
明伽达默尔对论题学的关注。
说到这里，哲学解释学与论题学到底有哪些具体相通的地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我们知道，伽达默尔是按照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模式去考虑解释学现象的，它涉及到一个面

对面的我－你关系和相互理解。当他将解释学经验描述为对话辩证法与问答逻辑时，就和论题学相
遇了。笔者注意到，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效果历史意识时，有两处提到亚里
士多德的《论题篇》：一处强调了亚里士多德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能力，它与某种特殊逻辑相联系；另
一处强调了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问题”的悬而未决性④。这里我们可以从“正位论”意义上的“论题
学”来理解解释学的对话辩证法和问答逻辑。
伽达默尔承认解释学中有一种逻辑，这就是问答逻辑，它和对话辩证法相通，而且问答逻辑既是

解释学的逻辑，也是精神科学的逻辑。在对话辩证法和问答逻辑中，伽达默尔强调了其中的问题结
构。他指出，问题具有指方向的意义，它是为回答而设定的，如果回答要有意义的话就不能偏离这种
方向，而应顺应这种方向，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进入到某种特定的背景中，问题开启了被问东西的存在
意义，这种被开启也就预示了答复，而且它已经是一种答复，答复的意义只能出现在问题的意义中。
接着伽达默尔又进一步规定了问题的优先性、开放性和限制性。所谓“优先性”是说问题相对回答具
有优先的地位，揭示事情意义的对话要通过问题来开启；所谓“开放性”，是指问题的回答不是固定的，
问题将我们带入到悬而未决的状态，也就是开放状态，以致使“正和反之间保持均衡”⑤。所谓“限制
性”是指问题的开放性并非是不着边际的，而是有边界的，没有这种边界，问题就会沦为空疏，乃至无。
因此，真正的问题同时预设了开放性和限制性。在这里，辩证法就是通过提问的认识过程，问题的开
放性和限制性确立了它的方向性，而正确的意义必须符合问题所开辟的方向。伽达默尔这里有一个
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提问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就在于问题能否进入开放领域，如果不能，也就是不
能回答并持续引发新的问题，那它一定是一个假问题、伪问题，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是可以不断提下去
的问题。对问题的歪曲也就是偏离了问题的方向性，这种问题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回答，因而也就
无法被继续提问，所以正确意义的开启必须符合问题所开辟的方向⑥。
正因为问题保持开放，所以它经常包含肯定地被判断的东西和否定的被判断的东西。这样就和

认识联系起来了，因为认识不仅包括认识正确的东西，也包括排除不正确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
问题通向知识之路，而只有肯定和否定达到了一种平衡才算达到了真正的知识。就此而言，知识从根
本来说，就是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并不是任何制服人的艺术，而是通过提问去揭示真理、帮助真理“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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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艺术。就此来看，辩证法本身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这是我们在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中就
已经领略到了的。它和对话有关，对话又和辩证法及修辞学有关，而伽达默尔将对话看成是问答关系
的原始形式，它涉及到语言的运用。伽达默尔将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也看成是一种对话，这是一种由
修辞学的讲者与听众的关系到解释学的文本和读者的关系的转化，所以，他强调，这并不是比喻的说
法，而是一种对原始东西的回忆①，它的源头在古代的修辞学和论题学。伽达默尔所讲的经验的否定
性，从逻辑上看，也就是包含了问题，这种经验的否定性是通过我们的前见的不适合性而被感受到的，
“因此提问更多地是被动的遭受（Ｅｒｌｅｉｄｅｎ），而不是主动的行动（Ｔｕｎ）。问题压向我们，以致我们不再
能避免它或坚持我们习惯的意见”。就此而言，也许说问题向我们提出，比说我们提出问题更正确一
些。伽达默尔还补充道，“精神科学的逻辑就是一种关于问题的逻辑”②。当谈到问题的悬而未决性
时，他指出，它属于辩证法的领域，这种辩证法的意义在修辞学里，而不是在哲学里有其地位③。
从以上的引证不难看出，伽达默尔对解释学的对话辩证法和问答逻辑的揭示很接近亚里士多德

的“论题学”，从这里，不仅让我们看到柏拉图对话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影子，还让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
“正位论”意义上的“论题学”的影子，这只要细读一下他的《论题篇》便不难领会。
第二，关于意见、常识（共通感）。前面提到，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划分了证明的推理和辩证

的推理，前者基于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后者基于的前提是普遍接受的，它所研究的是从多数人
或智慧者的“意见”出发所进行的推理或论证。这里的“意见”和“常识”或“共通感”（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有相通之处。近代的维柯已从修辞学和论题学的角度突出了“常识”的重要意义，发人深
省。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常识”当然属于“意见”的范畴，维柯继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并不
将常识等同于谬误，而是将其定位于真理与谬误之间，且更靠近真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常
识”既看成是修辞学原则，也将看成是实践智慧的原则④。伽达默尔也很重视这个概念⑤，并将“常识”
或“共通感”视为他所理解的西方人文主义四个概念之一，它们一起构成了伽达默尔整个哲学解释学
的基础和前提⑥。他强调人文科学的理解基于前见，旨在通过“对话”与“交流”达到共识或意见的一
致，发掘意义多种蕴含或可能性，包括对立意见的辩证，而非基于一种公理的推演，它从一个重要的方
向展示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深刻联系。
伽达默尔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修辞学自古以来就是真理要求的唯一辩护者，它相对于科学的

证明和确定性要求捍卫了似真性（Ｗａｈｒｓｃｈｅｉｎｌｉｃｈｅ）、明显性（Ｖｅｒｉｓｉｍｌｅ）以及对共同理性的阐明。无
须证明的信服和阐明显然既是理解和解释的目的和尺度，也是讲话艺术和说服艺术的目标和尺
度”⑦。这里讲的虽然是修辞学与解释学的联系，但它同样包含论题学与解释学的联系。
第三，和第二条相关联，解释学的真理更多体现为或然性、似真性，而非必然性。正如伽达默尔的

学生让·格朗丹所说，解释学面对的不是必然性的真理，而是或然性的真理，它必须要满足或然性，从
不超出似真性（Ｖｅｒｉｓｉｍｉｌｅ）⑧。这些同样与论题学的追求相一致。如上所述，论题学属于精神科学的
逻辑、实践哲学的逻辑，因为它关注的是一种可能性、或然性、似真性的真理⑨。《真理与方法》一开始
谈到人文主义四个基本概念中的“共通感”时就表明了这一点。伽达默尔承认，维柯的《论我们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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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出发点①，它是以古老的真理为基础的，并由此引出常识（共通感）以
及人文主义的论辩传统，这两者是相关联的。修辞学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仅要讲得美妙，而且
还要讲出正确的东西，即说出真理，它通向一种生活智慧。换言之，修辞学不只是语句修饰的手段，还
是一种揭示真理的方式，这一点为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强调。但这种意义的修辞学，按照佩
雷尔曼的说法，后来被遗忘了，甚至消失了，所留下来的仅是作为辞格的修辞学。２０世纪修辞学的复
兴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而是古典意义上的，也就是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所赋予的哲学修辞
学。辞格意义上的修辞学从来也没有衰落过，当然也就谈不上复兴。
第四，论题学与实践知识、实践智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智慧（Ｓｏｐｈｉａ）和实践

智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的区分中有基础，它典型地体现在法律的实践中，这种实践与其说同理论智慧靠得
近，不如说同实践智慧靠得近。维柯强调实践智慧也是以论题法为其运作方式的②，以这种方式，维
柯并不是要否定近代批判性科学的长处，而是要指出它的局限。伽达默尔提到维柯要用古代的论题
法（Ｔｏｐｉｃａ）来补充笛卡尔主义的批判法（Ｃｒｉｔｉｃａ），而论题法指的就是“发现论据的技巧，它服务于造就
一种对于可信事物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本能地并即时地（ｅｘ　ｔｅｍｐｏｒｅ）进行的，因而不能为科学所取
代”。在这里，维柯不仅捍卫了或然性和似真性的权利，还突出了古代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知识的区分、必然知识和或然知识的区分，强调实践知识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它要针对具体情况，
“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③，而这正是通向哲学解释学的根本东西。总之，伽达默尔上述表
述不仅暗示了解释学与论题学的一致，而且还和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联系起来了，它可以一直上溯至
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晚年说：“修辞学是起点，伦理学的整体是修辞学，而且实践智慧是修辞学的观
念已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④而这里的修辞学当然涵盖论题学。
前面提到，维柯对“第一真理”和“第二真理”划分，强调“第二真理”主要与意见意义上的“真”有

关。如果说，他所谓的“批判法”对应的是第一真理，那么他的“论题法”对应的是“第二真理”。后来伽
达默尔的解释学以黑格尔为中介，返回到古代辩证法的传统与返回到古代修辞学的传统是一致的，在
那里，诚如格朗丹所说，真正的修辞学家就是辩证法家，而且作为活动的辩证法证明自身就是“实践智
慧”（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⑤。

五、结论

本文从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维柯、菲韦格、佩雷尔曼到伽达默尔之间拉了一条线，这就是将论题
学与解释学的关系的揭示贯穿于其中，最后可引出以下几点基本结论：
第一，哲学解释学要回到并达到对一种前科学或科学之外的真理经验的认识，这种认识因为精神

科学和技术化的生活世界领域中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所掩盖⑥。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学
与论题学的相遇是一种历史的际会，虽然从时间上讲，解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较晚，但它可
以在古老的论题学中观照到自己的渊源。
第二，对解释学与论题学关系的探讨是解释学与修辞学关系的探讨的具体化和深化，无论从历史

来看，还是从现实来看，研究哲学解释学进入到论题学的层面十分必要。从这个角度能更好地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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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３２页。

参见维柯：《维柯论人文教育》，第１４１、１５６、１９３页。

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Ｉ：真理与方法》，第３２３６页。这里洪汉鼎先生将“Ｔｏｐｉｃａ”译成“论证法”似不妥（见此书，第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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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第３５、３７、５０页。

参见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第１页。



学、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打通，并和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衔接起来，从而达到对它的深刻把
握，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教授瓦尔特·简斯（Ｗａｌｔｅｒ　Ｊｅｎｓ）那句脍炙人口的
话：修辞学是人文科学的女王①。
第三，菲韦格在《论题学和法学》一书中提出了法学中与“公理取向”相对的“论题取向”，并主张要

建立“法律论题学”或“论题学法学”②，不无道理。受此启发，我认为，解释学同样属于论题取向，而不
是公理取向，它更多和实践智慧相联系，而与理论智慧有别，虽然两者不能绝对分开。可以说，伽达默
尔要恢复解释学的修辞学传统，实际上隐含一个要恢复解释学的论题学传统，这和２０世纪的修辞学
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论题学复兴在总体上保持一致。
第四，在西方古代，修辞学的论题学是探索真理的一种手段，它和逻辑学分不开，但又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形式逻辑，从这一点来看，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的修辞学传统，而非逻辑学传统应当是就此而
言的，但决非两者毫不相干，否则我们将会失之偏颇，产生某种误解。因为如果解释学与真理的揭示
有关，那么它就不可能完全与逻辑无瓜葛。
第五，近代的维柯在论题学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提到了与

“分析法”相对的“论题法”，但他还是更偏爱前者，比较轻视后者，而到了维柯那里，拉平了两者的地
位，在不否定“第一真理”的情况下，也肯定了“第二真理”，对后来的精神科学乃至解释学的发展具有
深远的启发作用。鉴于此，我们认同国外学者这样一个看法，如果说，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是西方解释
学之父的话，那么维柯就是西方解释学的祖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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